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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县域是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尺度单元，发展活力是透视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重要视角。文章

融合国内外关于区域/社区发展活力指数的构建方法，从农业发展、工业发展、三产发展、财税收支、金融发展、

公共服务等维度建立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 2015 年全国分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揭示

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差异化格局特征、活力指数与反映贫困状况的多维发展指数的关系，建立经济发展活

力的问题区域识别方法，识别活力指数相对较低的问题区域。研究表明：(1)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指数存在明

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大城市周边地区、北方能矿资源富集地区相对较高；(2)贫困地区的

活力明显低于非贫困地区，贫困县活力均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80.42%、非贫困县的 70.95%，活力指数与多维贫困

指数的相关系数为 0.762(P<0.01);(3)共识别出综合活力低值区（47个，2.52%）、农业活力低值区（291个，15.58%）、

涉农复合低值区（411 个，22.00%）、非农涉工低值区（151 个，8.08%）、三产引发低值区（57 个，3.05%）以及财

税金融低值区（251个，13.44%）等六类经济发展活力的问题区域，涉及 1208个县域单元，占研究区数量的 64.29%。

鉴于活力指数的区域差异性和类型差异性，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应十分关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差异

特征，因地制宜、扬长补短，探索符合区域特点的县域发展模式和乡村振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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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是指旺盛的生命力。在区域层面，“活力”是指一个城市、区域或国家对于生命机能、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支持程

度[1]。县域是开展区域、城乡发展研究的常用尺度，县域经济是县域内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总称[2-6]。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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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县域层面在产业、财税、金融、公共服务等方面所具有的发展的生命力。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

不断推进，我国处于经济新常态发展的特殊时期，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较为突出[4,6]。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该战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七大战略之一写入了党章。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发展活力，是解决“三农”

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着力点，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着力兴人、兴地、兴权和兴产业，有效

激发乡村活力、能力、动力和竞争力，系统推进城乡融合、协调、一体和等值化 1。新时代乡村振兴要以激活乡村人口、土地、

产业等要素活力和内生动力为抓手，以提升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为目标，推进乡村转型、重塑城乡关系、实

现城乡融合[7]。深化农业农村政策制度改革，创新农村产业经营管理方式，改造活化乡村传统产业，积极培育乡村经济新业态是

乡村经济重构的必由之路[8]。尤其要注重构建可提升乡村价值的特色产业体系，增强村镇发展活力及内生动力[9]。上述重要观点

也凸显了活力的重要性。不同类型地区发展活力格局特征研究可以为更具有空间敏感性的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10]，保

护和提升发展活力可作为国家或区域城乡发展战略的重要政策取向。 

国内外学者对于发展活力已进行了较多研究与探讨。关于活力的概念内涵，孙发平等认为活力是指某个主体在生命机能方

面所具有的旺盛的生命力[11]。张国有认为农村经济的活力首先是农民自己增强自己的能力素质，然后是主动地去推动乡村事务

的发展；互联网的互联互通的功能，将封闭、落后、边远、需求范围不大的乡村，和中国和世界连接起来。对于农村，尤其是

边边角角的村落，林区、海岛、草原、高原山野、沙漠绿洲等等，都可以用互联互通互需互惠的机制，为闭塞的资源寻求机会，

为闭塞的农村引来活力 2。Frouws认为，从农村的角度来看，农业对于农村的生命力至关重要[12]。VanderVaart指出，新的居民

和新的经济活动有助于增强农村地区的活力[13]。Vujicic等认为农村活力由农村发展过程中包含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要素和维

度组成[14]。万成伟认为农村社区的内在活力是由产业经济活力、社会文化活力、物质空间活力“三股分力”共同组成的合力，

是构成农村社区发展的基础及动力来源，可反映社区发展健康程度[15]。 

关于发展活力的评价指标与应用研究。在区域层面，秦元元建立涵盖地区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第三产业结构、投资规模

及经济效益、技术实力及生产效率、宏观调控能力的指标体系，定量揭示了我国省际经济活力格局[16]。楼海淼、金延杰等分别

应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省际经济活力、城市经济活力进行了评价[1,17]。孙发平等用层次分析法、数据包络法结合因子分析法对西

部五省区的经济活力进行了分析[11]。在社区层面，Koomen 提出了一个涵盖人口、经济活力和服务可达性等维度的定量评估荷兰

小型住区和周边开放地区乡村社会经济活力的方法[10]。Etuk提出了涵盖经济、社会、环境和能力等四个方面的 29个指标的社区

活力指数[18]。Turcanu系统梳理了关于活力指标体系构建及影响因素分析的进展[19]。Agarwal等将人均收入、就业和劳动力市场

参与等反映经济绩效的因子作为衡量农村活力的指标[20]。Holland等从经济表现、人均 GDP增长和低于贫困水平的人口比例来衡

量农村活力，并研究农村活力如何受到城市地区距离的影响[21]。Deller、Kim等将人口增长、就业率和人均收入等作为反映农村

活力的指标[22-23]。Cook 等对社区活力进行评估时发现领导力是社区活力的关键指标，当领导者在当地项目上合作时，社区发展

会更为成功，且强大的社交网络和社区意识对活力产生积极影响
[24]
。Turcanu总结回顾了文献中关于农村活力的指标，并将其分

为人口、经济表现、设施水平、社交活力、文化生命力等方面[19]。万成伟基于台湾社区发展历程与经验认识，提出农村社区内

在活力的概念与分析框架，以龙眼林社区为例从产业经济活力、社会文化活力、物质环境活力等“三股分力”进行了深入分析[15]。

此外，李敢基于新旧“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的案例比较，论述了社区总体营造视野下乡村活力的维系与提升[25]。总体来看，乡

村发展活力理论和实证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目前仍多为小尺度、局部区域的分析，尚缺乏全国层面精细尺度的量化分

析。 

本文拟基于前人的分析维度和指标体系，利用全国县域行政单元的数据资料，构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评价指标体系，

借助 ArcGIS空间分析工具揭示其差异化格局特征，基于相关系数分析活力指数与多维发展指数的关系，建立识别方法定量识别

活力指数相对较低的问题区域，据此为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地方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1 方法与数据 

1.1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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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需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6 年）。鉴于电子商务的快速普及，将电商发展水平纳入发展活

力指标体系。阿里研究院“中国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指数 aEDI”(2015 年）提供了基于阿里巴巴平台海量数据计算的县域电子商

务指数，可直观反映区域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指数的取值范围介于 0～100之间，数值越大，反映当地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越高。

本研究将该指标纳入。另需指出的是，部分市辖区的数据缺失严重，未纳入实证分析；少数县域的个别指标缺失，采用相关省

市统计年鉴数据补齐或用相邻年份数据插值补齐。由此，共得到 1868个县级行政单元的数据资料，基本覆盖我国县级行政区域，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1.2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 

目前，对经济活力进行评价的主要方式是先建立指标体系，然后基于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数据包络法、专家评分法

等进行确定权重、综合评价[26]。参考已有评价指标体系，遵循全面性、主导性、科学性、可比性、可获得性等原则，选取适宜

指标，构建农业发展活力指数、工业发展活力指数、三产发展活力指数、财税收支活力指数、金融发展活力指数、公共服务活

力指数，进行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综合测度，具体见表 1:(1)选取人均第一产业 GDP、人均主要农产品产量、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国家级农业园区数量、每万人设施农业面积 5 项指标，从农业增加值、农产品产量、机械总动力、农业园区、设施农业规模的

综合角度进行农业发展活力指数综合评价；(2)选取二产 GDP 占比、二产人均 GDP、每万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人均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 4 项指标，对工业发展活力指数进行评价；(3)选取三产 GDP 占比、三产人均 GDP、阿里巴巴网商指数、阿里巴巴网

购指数 4项指标，测度三产发展活力指数；(4)选取人均税收收入、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公共财政收支比值 4项指标，

刻画财税收支活力指数；(5)选取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储蓄存款、人均贷款余额、贷款存款比例 4项指标，反映金融发展活

力；(6)选取基础教育发展活力水平、每万人固定电话用户数、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每万人福利收养单位床位数 4项指

标，测度公共服务活力指数。各指标权重由基于多专家决策的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出；采用极差法进行加权计算前的标准化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综合指数的差异格局 

2015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指数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统计，发展活力的最大值为 0.468，最小值为 0.050，平均值为

0.115，标准差为 0.041，变异系数为 0.351。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进行分类制图（图 1）。总体来看，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山东、

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并在人口少、资源多的内蒙古中西部、陕甘宁蒙交界地区等有所分布；低值区主要

分布在内陆远离大城市、城市群的乡村性较强的地区。与县域城镇化格局和经济发展格局[3,5-6]、县域乡村性（rurality）指数格

局
[4]
等较为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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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空间差异 

注：该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审图号为 GS(2019)1827号）绘制，底图无修改。图 2、图 5同。 

 

图 2各维度指标的空间差异 

从各一级指标来看，农业发展、工业发展、三产发展、财税收支、金融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活力指数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0.739、

0.483、0.364、0.729、0.732 和 0.315，农业发展、财税收支和金融发展的活力指数变异性较大。各一级指标的空间分布情况

（图 2):(1)农业发展活力指数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吉林、内蒙古中部及东北部、东南沿海一带，低值区主要分布在青海、四川、

重庆、贵州、陕西等广大中西部地区。(2)工业发展活力指数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大部、东部沿海及内陆的大城市周边地

区。(3)三产发展活力指数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内陆大城市周边地区。(4)财税收支活力指数的高值区呈“八字

形”分布，一条线为内蒙古西部和北部、青海等地形成的北方线，另一条线为山东、江苏和浙江等地形成的东部沿海线，低值

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5)金融发展活力指数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内蒙古西部以及西藏、

青海、黑龙江的部分地区，其他大部分地区的金融发展活力均不高。(6)公共服务活力指数的地区差异相对较小，高值区主要分

布在长三角、甘肃西北部、青海、西藏和新疆部分地区及大城市周边地区。 

2.2活力指数与多维发展指数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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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华等通过构建中国农村贫困地理识别指标体系，计算直接决定单元农户生计水平的金融、人力、自然、物质社会 5 种

生计资本的综合得分，得到多维发展指数（MDI)[27]。多维发展指数越高，贫困程度往往越低。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指数与多维发

展指数的 Pearson相关系数为 0.762(P<0.01），散点图及拟合分析表明（图 3），二者具有较强的线性相关性（R
2
=0.58,P<0.01）。

进一步，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指数的 6 个一级指标分别与多维发展指数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农业发展活力指数与 MDI

的相关系数为 0.445，工业发展活力指数与 MDI的相关系数为 0.591，三产发展活力指数与 MDI的相关系数为 0.528，财税收支

活力指数与 MDI 的相关系数为 0.573，金融发展活力指数与 MDI 的相关系数为 0.638，公共服务活力指数与 MDI 的相关系数为

0.366，均在 0.01水平上显著相关。由此，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指数可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县域乡村的多维发展水平及贫困程度。 

进一步，将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指数平均值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图 4），贫困地区的县域经济

发展活力指数是全国平均值的 80.42%，是非贫困地区平均值的 70.95%。从总体指标和一级指标来看，非贫困地区的活力指数均

高于贫困地区，优势最明显的是工业发展活力指数，差异最小的是公共服务活力指数。从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指数的空间分布来

看，大部分位于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活力较低。从一级指标来看：(1)大部分贫困地区的农业发展活力较低，仅东北

部分地区、内蒙古东北地区以及青藏高原部分县域等受自然条件和特殊人地关系的影响，农业发展活力相对较高；(2)贫困地区

与非贫困地区的工业发展活力平均值相差最大，工业发展活力指数的差值对综合活力指数差值的贡献率达 30.63%;(3)青藏高原

部分贫困地区的三产发展活力相对较高，具体表现在甘肃省合作市、青海省格尔木市以及西藏自治区的乃东、日土、岗巴、江

孜、墨脱等地，反映了旅游和电商发展对该类区域三产发展活力的积极作用；(4)青海和西藏部分贫困地区的财税收支活力较高，

反映了转移支付等财税活力的影响；(5)西藏米林、芒康、达孜等地以及青海省格尔木市和德令哈市的金融发展活力较高，其他

地区均缺乏发展活力；(6)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在公共服务活力方面的差距相对较小，对综合活力指数差值的贡献率仅为 6%。 

 

图 3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指数与多维发展指数的相关性 

2.3基于活力指数的问题区域识别 

基于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综合测度结果，识别发展活力的问题区域。参考已有相关研究[28]，建立评判标准，若某县域符合

其中一项，则视为问题区域：(1)农业发展活力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60%;(2)工业发展活力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60%;(3)

三产发展活力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60%;(4)财税收支活力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60%;(5)金融发展活力指数低于全国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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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 60%;(6)公共服务活力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60%;(7)综合活力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60%。基于上述 7 项准则，利

用 ArcGIS空间查询工具分别提取，并进行叠加分析。结果发现：符合条件 1的农业活力低型县域有 744个（占全部分析县域的

39.83%）；符合条件 2的工业活力低型县域有 357个（19.11%）；符合条件 3的三产活力低型县域有 131个（7.01%）；符合条件 4

的财税活力低型县域有 607 个（32.49%）；符合条件 5 的金融活力低型县域有 486 个（26.02%）；符合条件 6 的公共服务活力低

型县域有 60个（3.21%）；符合条件 7的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低型县域 47个（2.52%）。简单加总得区域的数量达 2432个，但由于

7类问题区域在空间上存在重叠，考虑重叠因素后实际问题区域数为 1208个，占本研究涉及县域数量的 64.29%。 

将 1208 个问题县域的问题类型进行分类统计，共统计出 62 类组合。进一步，按照引发原因对问题区域类型进行再归类，

可梳理为六大类（图 5):(1)各项一级指标偏低的综合活力低值区，共涉及 47个县域，占全部分析县域的 2.52%，主要分布在甘

肃、四川、新疆、黑龙江等省区的偏远、边界地区。(2)单一农业活力指数低引发的农业活力低值区，共有 291个县域，占 15.58%，

全国 25 个省区均有分布，主要分布在江西、四川、山西、安徽、河北等地。(3)农业活力低导致多项指标偏低的涉农复合低值

区，共 411个县域，占 22.00%，在 24个省区有分布，主要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湖南等中西部地区，四川省分布最多，高

达 54个县域，此外广东省涉及 25个县域，分布也相对广泛。(4)农业活力较高而工业活力低引发的非农涉工低值区，共 151个

县域，占 8.08%，主要分布在黑龙江、新疆、云南、西藏等边疆省区。(5)农业和工业活力均较高而三产发展活力不足引发的三

产活力低值区，共 57个县域，占 3.05%，主要分布在西藏、内蒙古、陕西等西部省区。(6)财税、金融以及公共服务活力低的财

税金融低值区，共 251 个县域，占 13.44%，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湖南、内蒙古等中西部农区，反映出农区在财税、金融、

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活力还有待提升。 

 

图 4贫困地区、非贫困地区和全国县域的活力指数均值比较 

总体来看，全国 28个省（区、市）存在问题区域，其中问题县域数量最多的是四川省，共 108个，河南、陕西、河北、湖

南、云南等也较多，以上六省问题县域数量占全部分析县域的 39.16%。从四大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存在的问题区域较少，仅少

数县域的农业、财税等活力偏低；在东北地区，大小兴安岭地区工业活力低引发的问题较为明显，内蒙古东部林区及东北平原

地区由于财税、金融以及公共服务活力低而引发的问题较为集中；中部地区财税金融问题突出，湖北、重庆、江西等分布呈现

省际边缘分布特点；西部地区问题区域类型复杂多样，多类问题区域交错、连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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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基于活力指数的问题区域类型及其空间分布 

3 讨论 

第一，本研究梳理了发展活力的内涵，引入政府、企业发布的多源数据，从农业发展活力、工业发展活力、三产发展活力、

财税收支活力、金融发展活力、公共服务活力等六个方面，建立了一套全国县域层面的经济发展活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 2015

年的分县数据进行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指数格局特征的实证分析，并探索了基于发展活力视角的问题区域识别方法。总体来看，

实证分析结果与学界关于县域发展总体格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指数与多维发展指数进行相关分析，结

果显示二者显著相关，因此，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指数还可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县域乡村多维发展水平及贫困程度。相比而言，贫

困县域的活力低于全国平均，农业发展活力指数偏低，工业发展活力指数差距较大。 

第二，本研究仅是全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分析的初步探索，还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一是只用了一年的数据，缺乏对格局变

化的分析；二是受数据限制，没有用到人口年龄结构、就业结构、受教育水平等相关反映主体发展活力的指标，在社区层面的

发展活力刻画指标还很少，也难以反映县域城镇和乡村的活力的差异性，对于西部地区一些能矿资源富集型县域的测算结果可

能偏高；三是对于指标阈值、标准尚缺乏深入研究，评价结果为相对数值，受研究区域变化的制约。后续要加强多年期的比较

分析，发挥大数据的优势建立乡村发展活力监测体系，加强社区层面的数据收集和活力测度，研究明确阈值或标准，更好地服

务于城乡发展和乡村振兴状态的多尺度评估。 

第三，关于县域经济发展活力评价的应用潜力。基于农业发展活力、工业发展活力、三产发展活力、财税收支活力、金融

发展活力、公共服务活力等多维视角而形成的活力指数，一方面可以用于区域自身的“体检”，通过与全国其他类型区域相应

指标的比较，找到自身的优势与短板，更好地精准施策进而促进发展活力的提升；另一方面，还可以基于多期数据进行活力变

化的分析，进而用于辅助分析或评估一些政策对于区域系统的影响。比如，通过发展活力变化的比较分析，揭示贫困县与非贫

困县、扶贫前与扶贫后的活力变化差异，进而评估扶贫政策的区域效应。 

4 结论 

第一，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总体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省际差异和省内差异同时存在。在空间分布上，东部沿海发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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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西部大城市周边地区、北方能矿资源富集地区的发展活力相对较高，尤其是江浙地区的发展活力较强；内陆远离大城市、

城市群的乡村性较强的地区发展活力相对较低，发展活力较弱的县域多位于集中连片特困区。东北平原的农业发展活力较高；

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工业发展活力较低；三产发展和公共服务活力的区域差异较小；金融发展活力高值区主要为长三角地区。 

第二，基于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评价结果，建立简易方法识别发展活力的问题区域。识别出的 1208个问题县域，总体可分

为综合活力低值区、农业活力低值区、涉农复合低值区、非农涉工低值区、三产引发低值区以及财税金融低值区六类。问题县

市多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呈交错、连片分布。鉴于问题区域的区域差异性和类型差异性，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应十分

关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差异性特征，因地制宜、扬长补短，探索符合区域特点的县域发展模式和乡村振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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